
「2021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 

計畫案名 

清代南臺灣沿山邊區的天后信仰：以旗山天后宮為例 

執行單位 

王和安 

結案日期 

2022 年 12 月 

（研究成果報告書僅供參考，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2 

清代南臺灣沿山邊區的天后信仰：以旗山天后宮為例

王和安

一、前言 

李文環曾討論旗山天后宮在清朝嘉道年間的創建源由，與官方希望藉由民間信仰來

凝聚各方共識、消融族群和階層對立有關。1 清代臺灣的移民社會，在人口數目不及閩

粵兩省多的情形下，其所建媽祖廟數目仍高於閩粵兩地，可見媽祖信仰在臺灣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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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山天后宮（1817年興建、1824年建成）的創建時間與內埔天后宮（1803年倡建）

的建成，可說是同一時期。單就清代邊區社會的民間信仰而言，天后信仰在沿山地區的

落地生根似乎與「防番」沒有太大的關連性；那麼在靠近山區一帶的區域，信仰海神天

后的意義為何？實耐人尋味。因此，南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的信仰文化，可能與以往所理

解清代漢人社會的發展中，在聚落逐漸興盛後，原鄉神明的供奉逐漸成為拓墾社會的地

方守護神的模式有所差異。

清代臺灣沿山邊區的人群活動與原漢關係，為學界所討論之焦點，論述「番界」的

漢人拓墾、族群關係和經貿活動等議題；諸如邵式柏、3施添福、4柯志明、5洪麗完等。

6首先，有研究指出清代臺灣沿山地帶的民間信仰，具有「防番」性質與功能；如洪麗

1 李文環，《空間與歷史：旗山文化資產之歷史論述》（高雄：麗文文化，2012），頁 66-67。 
2 張珣，〈分香與進香──媽祖信仰與人群整合〉，《思與言》33 卷 4 期（1995.12），頁 98。 
3 Shepherd, John R.（邵式柏）,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譯本：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著、林偉盛等譯，《臺灣邊疆的治理

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上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4 施添福，《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7）。施添福，

《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施添福，〈日治時代

臺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臺灣史研究》8 卷 1 期（2001.10），頁 1-39。
施添福，〈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收於詹素娟、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

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3-112。 
5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柯志明，

〈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臺灣史研究》22 卷 2 期（2015.06），
頁 45-110。 
6 洪麗完，〈清代楠仔仙溪、荖濃溪中游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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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7康豹、8鄭螢憶等，9曾藉由宗教信仰層面討論邊區社會的百姓，在面對與山區原住

民之間的競合關係與過程，詮釋出民間信仰在沿山邊區的特殊性。因此，基於上述研究

成果的學術脈絡，本計畫由清代邊區社會與天后信仰為觀察視角，探究南臺灣沿山地區

人群與信仰的關係。 

 

    筆者曾以 19 世紀初建廟的屏東內埔天后宮為例，10討論清代南臺灣沿山邊區的人

群活動與社會網絡，以釐清屏東平原沿山邊區特殊性，並討論媽祖信仰在六堆客家地區

所扮演之角色，乃至於在屏東平原人群整合及族群融合上之歷史意義。若要維持屏東平

原與大武山山脈的邊區社會秩序之穩定性，可能是官府跟地方頭人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11那麼，地理位置在屏東平原上方的旗山沿山邊區社會，又是一個怎樣的存在呢？李文

環的研究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性，即是地方社會希望透過天后信仰來消融族群與階層

對立。12 

    筆者認為李氏論點值得更加深入討論，理由在於時代變化！19 世紀正值西方殖民

勢力陸續東來的年代，列強挾帶船堅砲利的優勢入侵東亞，甚至不惜以武力打開中國門

戶。如果臺灣島內族群對立、分類械鬥，造成社會秩序不穩定，是很難面對西方勢力的

入侵。也因此，有識之士希望藉由信仰文化能夠消弭族群之間的隔閡，以達社會秩序之

穩定，不過，幾百年來的對立與衝突一時之間要化解，談何容易。 

 

 
史研究》14 卷 3 期（2007.09），頁 1-71。洪麗完，〈國家制度與熟番社會關係(1790-1900)：以番屯組織為

例〉，收於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頁 3-69。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地區之族群關係（1700-1900）：以「阿里山番租」為例〉，《臺灣史研究》

18 卷 1 期（2011.03），頁 41-102。洪麗完，〈嘉南平原沿山熟番移住社會之形成暨其社會生活考察（1740-
1945）：以大武壠派社為例〉，《歷史人類學刊》10 卷 1 期（2012.04），頁 31-86。洪麗完，〈清代台灣邊區

社會秩序之考察──以濁水溪、烏溪中游之「亢五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0 卷 4 期（2013.12），頁

1-50。洪麗完，〈臺灣邊區族群交流圖像：以萬霧溪流域大湳聚落熟番婚姻關係為例（1834–1946）〉，《東

海歷史研究集刊》3 期（2017.9），頁 109–174。洪麗完，〈移民與邊區社會適應：以 19 世紀末埔里盆地客

家聚落刣牛坑為中心〉，收於莊英章、黃宣衛主編，《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臺北：中研院民族所，2018），
頁 117-164。 
7 洪麗完，〈移民與邊區社會適應：以 19 世紀末埔里盆地客家聚落刣牛坑為中心〉，頁 137-164。 
8 康豹，〈鸞堂與近代臺灣的地方社群 -- 埔里的個案研究〉，收於黎志添編，《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

教的變遷》（香港：三聯書店，2013），頁 1-70。 
9 鄭螢憶，〈通事制度、信仰與沿山邊區社會：清代吳鳳信仰的形成〉，《歷史人類學刊》12 卷 2 期（2014.10），
頁 51-84。 
10 王和安、賴郁如，〈清代沿山邊區的媽祖信仰：以屏東內埔六堆天后宮為例〉，頁 137-158。發表於「2019
年臺南學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臺南學研究中心，2019
年 5 月 25-26 日。本文已投稿《民俗曲藝》（送審中）。 
11 王和安、賴郁如，〈清代沿山邊區的媽祖信仰：以屏東內埔六堆天后宮為例〉，頁 140-141。 
12 李文環，《空間與歷史：旗山文化資產之歷史論述》，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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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區社會的族群關係 

    在理解清代旗山天后宮信仰背後是否與「防番」具有密切關連時，要先了解清代

蕃薯寮地區的族群關係，漢人、熟番與生番之間彼此之間的互動過程為何？ 

 

（一）19 世紀蕃薯寮番界周邊的族群關係 

    1865 年秋，必麒麟與馬雅各，他們在臺南新港社的頭目家過夜，準備前往崗仔林、

芎蕉腳和荖濃時，新港社頭目，曾告誡必麒麟一行人： 

 

      第一夜，我們一夥人在新港社頭目家留宿，他還是一樣殷勤好客，不過有些反悔，

他曾經鼓勵這次遠征。他再三強調山地原住民極為野蠻，十分熱衷獵取人頭，雖

然我們共同的親戚「平埔族」人會盡一切所能來款待我們，這段旅程仍是危險重

重。但我主意堅定，他只好派一名嚮導，護送我們到下一個目的地──「崗仔林」。

13 

這段對話的時間為清代同治 4 年，距離天后宮建立已有 40 年左右。14 我們必須先理解，

假設清代旗山天后宮的建立信仰跟所謂的「防番」是否有關，必須要先滿足此說基本條

件是，此地區一帶必須是「原漢關係」緊張的過程。必麒麟與馬雅各他們所要前往的地

區，其實就是蕃薯寮的界外地區。新港社頭目一再警告必麒麟他們，「他再三強調山地

原住民極為野蠻，十分熱衷獵取人頭」。 

 

    後來，必麒麟一行人到了界外山區的芎蕉腳，也就是今天的甲仙區大田里田寮仔時，

平埔族人「一聽到我們探訪山地的計畫，眾人紛紛卻我們不要冒險，否則後果不設想。」

15 換句話說，必麒麟一行人基本上已經越界，去探索所謂「化外之地」的世界。必麒麟

他們在屏東平原探訪萬金天主堂的平埔部落時，西班牙道明會的神父曾告誡他們一行人，

要訪問山上原住民的困難與危險性，必麒麟記載道： 

 
13 必麒麟著（W.A. Pickering），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臺北：前衛出版社，2010），頁 155-
157。 
14 天后宮落成年代為 1824 年（道光 4 年），知縣薛志亮倡建年代為 1816 年（嘉慶 21 年）。 
15 必麒麟又提到：「崗仔林頭目笑著對他們說道，連那些滿清官吏都怕『紅毛番』，所以我們到山地原

住民的部落也不會有危險的。」詳見：必麒麟著（W.A. Pickering），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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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們表示遠訪原住民的計畫很難實現，我們絕不可能活著到達原住民住的區域，

這計畫太不明智了。在高山腳下的廣大帝區，人煙稀少，各族間之都有宿仇，沒

有人能預測什麼時候原住民會跑下山來，從事獵取人頭的遠征。16 

 

    藉由 1860 年代的記錄，回溯 1820 年代旗山天后宮建廟之際，新港社頭目的看法顯

然是一個長時間對於「山地原住民」的印象，「他再三強調山地原住民極為野蠻，十分

熱衷獵取人頭」。換言之，族群間雖然沒有大規模衝突發生，但彼此能保持高度戒備，

維持著一個巧妙性的平衡狀態，甚至「熟番」與「生番」同為原住民，但屬於不同部落

族群，仍處於一種警戒狀態，也難怪頭目會認為「仍是危險重重」。 

     

    雖然，新港社位於臺南地區，但是頭目知道必麒麟一行人，將前往荖濃，往荖濃的

路上，勢必要經過內門、旗山一帶，在越界進入六龜的荖濃。萬金天主堂的神父所描述

的原住民，則應指涉排灣族。我們可以理解，在 1860 年開港通商後才來到臺灣的西班

牙教士，對於界外原住民的事情也是略知一二，「各族間之都有宿仇」，也清楚表達南部

山區的族群關係。 

 

 

（二）邊區社會的歷史特性 

    明鄭以前，旗山地區主要為原住民的狩獵地帶；明鄭時，原居於路竹、大湖一帶的

平埔族大傑顛社逐漸遷徙至此；清雍正以後，漢人逐漸入墾旗山地區。17 清代羅漢外門

的漢人開墾，是依附在大傑顛社和塔樓社的領域展開，向大傑顛社承墾土地的漢人，分

散至山下各河階開墾，漢人以漳、泉人士為主。18 

「南北二路生番，自古僻處山谷，聲教未通」19 清代旗山位在界內一帶，此一地區的界

外之地，就是今日山區的甲仙、六龜，及更往上玉山山脈的那瑪夏與桃源區。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在 1716 年（康熙 55 年時），曾在「題報生番歸化疏」提到： 

 
16 必麒麟著（W.A. Pickering），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38。 
17 蔡正松總編纂，《旗山鎮志》第二冊（高雄：旗山鎮公所，2006），頁 609。 
18 許淑娟，〈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

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54。 
19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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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二路生番，向與鳳、諸二邑熟番接界。今據慕義輸誠，實由聖德咸孚所致。

查其地土毗連，各有土官統攝，醇樸馴良；應循習俗，令其照居舊處，仍用本社

土官管束，無庸另設滋擾。其汛守防範，原有鳳屬南路一營之淡水汛、諸屬北路

營之半線汛，相去匪遙；飭令照舊防範，用資彈壓，並令文員加意撫恤。除熟番

聽其照常貿易外，內地兵民毋許擅入番界生事及藉巡查擾累。所報丁口，附入版

圖，勿事編查；順其不識不知之性，使之共樂堯天。20 

 

在康雍年間主張劃定界碑時，是依照地方官員所認識的「生番」群體的交界帶劃定界線，

不過，真正推動番界從界碑走向實體化的關鍵，卻來自清廷頒佈番界禁例的影響。21 

乾隆初年，閩浙總督郝玉麟就曾主張嚴設番界，以杜絕漢人入山。22 

 

雍正元年（1723），清廷在沿山地帶設立生番界碑後，「番界」成為一條可辨識的劃

定界線，形塑「界外」成為官方禁止漢人入內的實體空間，地方官員立基於地方秩序考

量，認為界外空間並不是「歸化生番」、「生番」所共享，所以其主導的邊界劃定，即圍

繞在帝國管轄之外的生番所居生活地域而成。23 

 

    乾隆 25 年（1760）時，臺灣知縣曾勘查旗尾山一帶，番界內外埔地，並勒石嚴禁

民番越界： 

      臺灣縣正堂章，為懇（墾）飭埔界等事。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蒙本府憲鍾

信牌飭知，奉蒙藩憲德、巡撫部院鍾、總督部堂咯批：本縣勘詳東方木燒木庚

寮一帶，與內門之頭、二、三重埔及龍潭口、金交椅等處埔地，一體禁墾。

仍於外門大崎腳莊之北六張犁山頂並蕃薯莊之附近淡水溪，與鳳邑之旗尾山禁地

相對處所，及內門新興莊之北，與頭重埔接壤地方補立界石，永遠重禁。界外之

地，毋許民番偷越私墾；界內餘埔，仍聽熟番墾耕，亦不許奸民私贌越墾；如違，

照例治罪，特示。 

      乾隆二十年五月 日勒石。24 

 
20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頁 342。 
21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國史館館刊》60 期 2019 .06），頁 9。 
22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頁 10。 
23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頁 8-9。 
2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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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清代臺灣官員如此在意是否越界的問題，是因為與邊界發生高山原住民殺人事件的

審查、主管官員的懲處攸關，若是「熟番」傷人，則應按照大清律法，交由縣衙等司法

體系處置，若是「生番」入界殺人或是民人私出界外被傷，其處理情況則不相同。25 

 

    這邊的問題是必須探究 19世紀的臺灣，清廷是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沿山邊區社會，

南北部的差異為何？也就是嘉慶朝時期是否針對乾隆時期的政策或心態有所轉變？從

一些案例來看，嘉慶朝的邊區社會充滿著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鄭螢憶的研究曾指出

19 世紀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的歷史特性，他提到： 

 

      19 世紀開始，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的住民，無論是熟番或漢人，開始不同以往僅追

求界外進行土地私墾，也試圖運用自身的政商關係，希冀對廣大的界外埔地，能

夠「合法」的持有。他們利用的辦法除使用番屯制度外，另一個可能是積極推動

清帝國版圖的擴張。26 

 

    其實，沿山番界做為「邊區社會」的研究概念時，也可以從鄭螢憶的研究歸納出一

些特性： 

      乾隆朝地方官員們的番人分類觀，因稅務行政而產生的「生、化、熟」觀念，某

種程度被延續且強化分類的穩定性；另一方面，站在番界政策的考量下，所形成

的「生、熟」番人分類觀，也因「實體、空間性」的番界，明確限制番人身分的

類屬與流動，因而深植在地方官員的內心。……但此種型態，並非持續不變，進

入 19 世紀後，地方官員們重啟「演化式」的番人身分觀，試圖以番人繳稅歸化，

說服清廷同意版圖擴張，……「生、熟」番作為清帝國實質控制邊區的人群分類、

身分劃定與變遷，實則反映帝國番地政策從封禁轉向開放的歷時化過程。27 

 

清代雖然到了 19 世紀，經由上述介紹，蕃薯寮地區的所謂「漢番關係」或「原漢關係」，

其實仍處於一種雙方具有敵意的緊張狀態。但是，這時期所倡建建立的天后信仰，似乎

與「防番」並未有太大的關連性。 

 
25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頁 12。 
26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頁 22。 
27 鄭螢憶，〈清代臺灣官員「番界」認識與番人分類的演變〉，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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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旗山天后宮 

（一）清代天后信仰的發展 

    在宋朝時，自宣和年間宋徽宗御賜廟額「順濟」，迄南宋之亡，宋廷褒封媽祖 14 次，

迭加封號至八字；元時蒙古以草原游牧異族入主中國，曾 5 次冊封「泉州神女」，除晉

「天妃」外，封號迭加至 20 字。使莆田民間崇奉之媽祖，漸轉為國家祀典，進而成為

朝廷認可的獨尊海神。28 陳春聲曾針對清廷何時加封「天后」尊號，做過詳細論證，陳

氏就《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為康熙 23 年，與《皇朝文獻通考》記載為乾隆 2 年，

兩者年代之不同，陳氏比對琉球王國的檔案彙編《歷代寶鈔》後提出，至遲在雍正年間

「天后」的稱號已經被廣泛使用。29 

 

    媽祖未婚無子嗣，但她在海中拯救父兄的大孝，在海中保佑朝廷外使船隻的大忠，

而能屢受歷代皇帝敕封，並且光宗耀祖，包含媽祖的父母也受到封賜，在清時被封為「天

上聖母」之最高榮譽。30 石萬壽曾認為清初滿清入關後至康熙 19 年這段期間，清廷並

未對媽祖重新封諡，可能與滿清以騎射入主中原，對航海守護神媽祖不甚注意有關，也

因此在康熙中期實施對明鄭的海禁政策時，摧毀東南沿海一帶的媽祖廟。31 

 

然而，清廷領臺後，康熙 59 年（1720），媽祖信仰被列入國家春秋致祭祀典，在道

光 19 年（1839）時，更封天后為「天上聖母」，敕封達於頂峰，不過清廷之晉封天后僅

有 8 次，不能與宋代之崇隆程度相比。32媽祖升格為「天后」，與清代臺灣的幾次征戰有

關，而皇帝與要臣在其間起了主導性的作用，媽祖信仰得以在清朝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

峰，官方的推波助瀾是不可忽略的。33然而，天后信仰卻因閩粵移民的關係，在清代臺

灣成為普遍的主要民間信仰。 

 
28 李東華，〈從媽祖信仰與鄭和遠航看海洋文化的發展〉，《海洋文化學刊》1 期（2005 .12 ），頁 16。 
29 陳春聲，〈媽祖信仰與清代潮人海上活動──《歷代寶鈔》的研究為中心〉，收於氏著，《信仰與秩序：

明清粵東與臺灣民間神明崇拜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122-125。 
30 張珣，〈女神信仰與媽祖崇拜的比較研究〉，《中研院民族所集刊》79 期（1996.12），頁 194-195。 
31 石萬壽，《台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2000），頁 67。清初實施海禁與在臺灣的明鄭對峙，

清廷摧毀沿海一帶的媽祖廟，可能與其遊牧民族性格不甚重視海神信仰有關外。「廟宇」一般而言，是市

集與人群聚集、經貿往來的重要指標。另一可能性為，滿清毀壞據點可以打擊明鄭的物品補給網絡，削

弱其抗清實力有關。 
32 李東華，〈從媽祖信仰與鄭和遠航看海洋文化的發展〉，頁 20。 
33 李世偉，〈「媽祖加封天后」新探〉，《海洋文化學刊》1 期（2005.12），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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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現存於旗山天后宮道光 4 年（1824）的「興建天后宮碑誌」，其碑文內容：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陽月捐題緣金： 

    賜進士知臺灣縣薛捐俸一百員。羅漢門分司吳、陳、李合捐銀五十一員。羅漢門

汛官張捐銀十員。黃群生助廟前埕地一所。郭協記號捐銀一百五十員。蔡同源號

捐銀一〔百〕二十八員。吳四美號捐銀一百十四員。林日成捐銀一百十大員。林

文□捐銀一百零六員。王協順號捐銀一百零五員。陳仰觀捐銀一百零二員。德興

號捐銀一百大員。陳瑞源號捐銀一百大員。榮記號捐銀一百大員。貢生游化共捐

銀一百大員。新源利號捐銀八十四員。協振號捐銀七十大員。吳萬源號捐銀七十

大員。□□林振德觀捐銀六十三員。金協榮號捐銀六十大員。張天降觀捐銀六十

大員。益源號捐銀五十六大員。郭協裕捐銀五十大員。順源號捐銀五十大員。陳

海觀捐銀五十大員。洪景觀捐銀五十大員。陳泉盛捐銀四十大員。崑泰號捐銀四

十大員。蔡來金捐銀四十大員。嚴烏番捐銀四十大員。莊祐觀捐銀四十大員。柯

連觀捐銀四十大員。陳兌觀捐銀四十大員。□□天后老祀典捐銀三十大員。舉人

陳克家捐銀三十大員。監生何東振捐銀三十大員。振利號捐銀三十大員。吳文觀

捐銀三十大員。張荐賢捐銀三十大員。林澤觀捐銀三十大員。莊利記捐銀二十八

員。劉合吉捐銀二十八員。泉發號捐銀二十八員。何義興捐銀二十六員。呂尚觀

捐銀二十四員。葉顯觀捐銀十四員。姚田觀捐銀二十四員。文成號捐銀二十大員。

協源號捐銀二十大員。雙興號捐銀二十大員。怡順號捐銀二十大員。奕嬴號捐銀

二十大員。許興觀捐銀二十大員。□秀□捐銀二十大員。吳□□捐銀二十大員。

潘□□捐銀二十大員。呂祖觀捐銀二十大員。貢生林彩□捐銀二十大員。監生黃

秀淑捐銀二十大員。劉京魁捐銀二十大員。郭卿觀捐銀二十大員。劉雲觀捐銀十

八員。游振□號銀十六員。陳順美號銀十五員。源記號捐銀十五員。林日乾捐銀

十五大員。陳高立捐銀十五大員。黃正鴻捐銀十三大員。張開生、天后□□典、

吳仕洲、唐德□、郭□□、□□觀、□□□、□□□、□元□、(下缺人名十五，

約四十五字)潘臣德、生員劉應詮、謝信成、□春□、(下缺人名二十，約六十餘

字)陳祥觀、黃□□公□、(下俱缺) 

    道光四年甲申花月穀旦，公同立碑。35 

 
3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 58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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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天后宮於道光 24 年（1846）又進行重修工程，根據「重修天后宮碑記」記有： 

 

    □□□□□□□□天后宮□□□□□□□□□□□□□□□□□□□□□□□

而 告 之 曰 ： □□ 也 ， □□□□□□□□□□□□ 外 門

□□□□□□□□□□□□□祀典因□□為里人□□□□□□□□□冬十月告

成□□□□□□因風雨□□道光甲辰歲，里人倡議捐貲□□□土木之□金碧輝煌，

視前為壯□□□□□□□□□□□□神光□□感通而保護之。□□□□□崇德報

功，宜與斯役□□□也。今將捐□芳名，勒之於石，以垂永久。 

    石福陞、施振熒同助石柱坏三對。林崑源號捐銀六十六元。監生柳振春捐銀六十

元。張大□□□銀五十元。陳協吉號捐銀五十元。李湧源號捐銀五十元。郭□□

號捐銀四十元。蔡□□號捐銀□□元。□□呂□受觀捐銀□□元。張振□號捐銀

二十□元。□□□□捐銀二十元。劉仁□□捐銀十五元。林□□□捐銀十五元。

吳□□□捐銀十五元。□□□□捐銀十五元。□□□□捐銀十五元。□□□□捐

銀十五元。 

□□□捐銀十□□元。□□□捐銀十□□元。□□□捐銀□□□□元。□□堂捐

銀十□□元。陳榮豐號捐銀十元。生員蔡志禧捐銀十元。豐源號捐銀十元。監生

林振德捐銀十元。復發號捐銀十元。張勝記捐銀十元。楊葵觀捐銀十元。黃包觀

捐十元。許媽文觀捐銀十元。□□觀捐銀十元。□□記捐銀十元。36 

 

有關重修的碑文缺字過多，實難單純透過碑文了解此次修重之原因及過程。不過，由碑

文的內容比例來看，似乎重點不在重修源由，而是捐款人士與商號，顯示出天后宮的組

織運作，地方仕紳與商號的主導的色彩明顯。 

 

 

 

 

 

 

 
3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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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區社會的天后信仰 

（一）旗山天后宮建廟源由探討 

    本文第二段落曾討論了，清代蕃薯寮番界內外的族群關係，其實處於緊張與警戒之

狀態，而界內的住民仍有面臨山區原住民「出草」的風險存在。不過，19 世紀初由知縣

薛志亮所倡建建立的天后宮，經由相關史料與文物記載，與藉由信仰來「防番」並沒有

直接的關係。因此，本文前言曾有的一個假設，官府倡建旗山天后宮的主要目的，是為

了化解族群間的對立。不過，清代臺灣閩粵族群所累積的宿怨，有可能因為官府與地方

仕紳支持建立一座天后宮，就能夠消弭了嗎？本文初步認為就算，旗山地區一帶的族群

關係，就算不能完全消弭，這至少也是一個開始。 

 

    張珣從 1980 年代起就開始進行媽祖信仰研究，在 1990 年代陸續發表不少論文，直

至今日，對於媽祖信仰，已有數十年之功。張珣曾就媽祖信仰的層面，比較臺灣各祖籍

人群信仰行為的發展，她認為： 

 

      臺灣媽祖廟的建立先是在海口或河口地區，其次再往內陸進展，就全島位置來說，

由南往中，往北而次第建立，恰是與閩粵漢人開發臺灣的路線一致，而媽祖廟又

可做為大陸來墾不同祖籍移民辨識的指標之一。粵人多奉祀三山國王，閩人中又

分安溪人拜清水祖師，同安人拜保儀大夫，晉江及南安人拜廣澤尊王，但只要有

兩群人聯合共祀一神以求地方平安時則多祀媽祖，媽祖可說是凡福建移民，超地

方鄉里可共祀之神。37 

 

    張珣的研究，大致符合清代臺灣初期至中期漢人的移墾歷史，張珣認為「媽祖廟又

可做為大陸來墾不同祖籍移民辨識的指標之一」，也確實可以做為識別臺灣各祖籍人群

分佈的指標之一。清領臺灣共 212 年，清初移民渡臺將原鄉神明之香火帶來臺灣，在臺

灣落地生根，拓墾有成後，便建廟奉祀，「祖籍神成為地方守護神」，此說早已被學術界

所公認。也因此，在 19 世紀上半葉，旗山地區自清初以來，其實早已發展許久，如果

依照「祖籍神成為地方守護神」的論述模式，建廟時間似乎稍晚，所以，如上述李文環

 
37 張珣，〈分香與進香──媽祖信仰與人群整合〉，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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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提到，旗山天后宮建廟與蕃薯寮地區漢人土地拓墾的關連性似乎不大，而是與時

任鳳山知縣薛志亮的倡建，有很大的關係。 

 

 

（二）「悟真社」與「宣講聖諭」 

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登錄旗山天后宮作為文化資產之說明，天后宮外觀特徵為

磚木混合構造二進式傳統建築，磚牆採用罕見的美式砌法，空間樑柱框架則為疊斗式木

構架。中軸空間配置自前而後為牌樓、廟埕、三川殿、天井、正殿。三川殿二側有左右

天井及廂房，正殿二側設有過水廊、左右後天井及左右耳房。天后宮內部使用情況紛雜，

依左、中、右三區區分，左廂房至左耳房現為廟祝生活空間，原左廂房係「悟真社」宣

講堂，留存一「宣講聖諭」牌及「大成至聖先師、倉頡制字先師、五文昌帝君」神位，

左耳房原為鳳吟聲南樂社的「曲館」。38 

 

    地方通常定期於每月朔望宣講聖諭及教諭百姓法律所禁止的行為。39《臺灣省通志

稿卷三政事志社會篇》，記載「旗山悟真社」為昭和 2 年（1927）年，由陳啟雲設置，

以遵行儒教，善導社會為目的。40不過，從「宣講聖諭」的牌位來看，「宣講聖諭牌位」

及其篆刻的字體為清代的產物，亦有可能會後代仿清成品複製。不過，「宣講聖諭」是

明清時期朝廷教化地方百姓常見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宣講聖諭牌位及「大成至聖先師」

牌位上方裝飾木雕皆有署名「悟真社」，實著耐人尋味。 

 

    兩塊屬於清代常見的牌位同有署名「悟真社」；而按照較有明確時段的史料記載，

卻說「悟真社」成立於日治時期。假使「宣講聖諭」牌位及「大成至聖先師」牌位，是

建廟時期即已一同存在，如同《旗山鎮志》的記載，旗山天后宮在 1816 年建立後，不

僅是旗山的宗教信仰中心，也是旗山教育文化中心，兩個牌位是屬於旗山天后宮內附「孔

子廟」之一部分，41 由此可判斷「悟真社」應該在清代時就已存在，或許為旗山地區的

文人詩社，負責每月望朔的宣講教化事宜，進行清代蕃薯寮市街子弟的社會教育工作。

 
38 國家文化資產網，「旗山天后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建置，網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monument/20201123000009（2022 年 5 月 28 日查詢） 
39 許慈佑，〈塔頂的法律－－從清朝中央法司的法律文本論帝制中國的權力運作〉（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65。 
40 何建民，《臺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社會篇》（臺北：成文印行，1983），頁 260。 
41 蔡正松總編纂，《旗山鎮志》第二冊，頁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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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日治時期時，可能因應殖民地政策而登記為「社會團體」，從事社會事業。 

 

    關於「悟真社」的由來，許淑娟的研究提到，1927 年（昭和 2 年）由聖人會成員盧

進桂發起設立悟真社，其目的在於社會善導、窮民救助等社會事業，以聖人會成員為募

款對象，聚資購買土地生息作為會務運作的基金，悟真社的辦公地點仍設在天后宮。42 

也就是說「悟真社」的前身為「聖人會」。聖人會為日治時期旗山街重要的社會慈善團

體的前身。43 

 

    清代的聖人會組織，以供奉倉頡為主神，並以天后宮作為活動場所，利用神明聖誕

時擲筊卜爐主、辦桌吃拜拜的方式進行人際聯繫，會員可以向神明會借貸資金作為周轉

之用，是一個具有教育、社會、經濟功能的團體。44 倘若，兩個牌位不是清代的產物，

而是後來才製作的話，會有一個矛盾產生。就是旗山仕紳在日治時期成立悟真社來宣揚

「本土語言」，製作「大成至聖先師」牌位供奉作為「教育的象徵」，此點或許可以理解。

但是，應該沒有必要製作蘊含清代國家社會教化象徵的「宣講聖諭」牌位，而特別強調

清代國家常用來對於教化地方社會，並且署名「悟真社」，讓殖民當局有藉口來找麻煩。 

 

 

 
42 許淑娟，〈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頁 221。 
43 許淑娟，〈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頁 142。 
44 許淑娟，〈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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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旗山天后宮與社會教化 

（一）宣講聖諭 

    前清時期，清廷來台官員多認為臺地文風不盛，而致使民眾好勇鬥狠，若能廣設義

學，振興文教，「使知孝弟忠信，即可以造於聖賢。」45 康熙親政後，在 1670 年（康熙

9 年）頒佈「聖諭」十六條，通行全國，使庶民日常誦記，士子考試，必須默寫；1724

年（雍正 2 年），雍正皇帝又逐條細加身解，定名為《聖諭廣訓》，嗣即推廣全國，成為

清代民間銷行最廣之書，下至之書之士，上自地方高官，均須親身倡率宣講。46 傳統鄉

村社會的各種公共事務，包括衛生、慈善、教育、水利、訴訟或調解、道路修築、鄉村

規劃、處理村際關係等等，都是依靠村落內部的鄉紳階層、家族和信仰組織，以及風俗

習慣等來維持。47 

 

    18 世紀 20 年代的朱一貴事件前後，藍鼎元在「與吳觀察論治臺灣事宜書」曾充分

表達了充滿國家思維的聖諭宣講內容： 

 

      臺邑、鳳山、諸羅、彰化、淡水各設義學，凡有志讀書者皆入焉。學行進益者，

升之書院為上舍生。則觀感奮興，人文自必日盛。 

    臺民未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聞孝弟之行，宜設立講約，朔望集紳衿耆

庶於公所，宣講聖諭廣訓、萬言書及古今善惡故事，以警動顓蒙之知覺。臺屬四

縣及淡水等市鎮村莊多人之處，多設講約，著實開導，無徒視為具文。使愚夫愚

婦，皆知為善之樂，則風俗自化矣。講生就本地選取貢監生員。或村莊無有，則

就其鄉之秀者，聲音洪亮，善能講說，便使為之。官待以優禮，察其勤惰，分別

獎勵。48 

 

另外，王瑛曾的《重修鳳山縣志》也提到，「雍正元年，欽命「聖諭廣訓」十六章(共計

萬言)。刊刻頒行府州縣鄉村，令生童誦讀。每月朔望，地方官聚集公所，逐條宣講。」

 
45 (清)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52。 
46 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 期（1993.06），頁

255。 
47 陳春聲，《信仰與秩序：明清粵東與臺灣民間神明崇拜研究》，頁 7。 
48 (清)藍鼎元，《平臺紀略》，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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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張家麟曾討論明清兩朝臺地官民為媽祖立廟的原因，他歸納出以下幾種原因：一、原

鄉守護神之外；二、信仰海神與感恩心理；三、朝廷肯定媽祖顯靈護衛；四、功德觀與

積累社會聲望心理；五、分香等。50 知縣薛志亮很可能在傳統王朝這樣一個思維下，藉

由倡建天后宮，宣講聖諭的過程，來達到社會整合，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 

 

    由旗山福德祠與旗山天后宮，各有一塊「立禁惡習碑」，依照李文環的調查，兩塊

碑文內大大致相同，天后宮的為後來重刻。51 旗山地區兩塊「立禁惡習碑」的歷史意義

在於，蕃薯寮街之重心由福德祠轉向天后宮。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如果旗山地區的

仕紳百姓有遵照朝廷旨意，定期於每月宣講聖諭的話，那麼當時講宣的公所，應該就是

在「旗山福德祠」；天后宮建立之後，就成為新的宣講聖諭場所，取代了原先的福德祠。 

 

    1834 年（道光 14 年），大學士曹振鏞等的「會議臺灣善後事宜疏」： 

 

      一、原奏內稱禁搬徙以免窺伺等語。臣等伏查臺灣人情浮動，而又屢遭不靖，悉

屬驚弓之鳥，奸徒憑空造謠，或稱閩粵分類，或稱匪徒豎旗，聞者紛紛遷避，閩

粵既各懷疑懼，棍徒即乘機搆煽，此實致亂之由也。前年逆匪窺伺笨港鎮，該處

總理林西泰等，聯約各莊，不准妄動，三戰三捷，嘉義境內惟該處最為完善。應

如所奏，嗣後如有聞謠遷徙之事，先將該總理枷號示眾，再嚴拏造謠之人，照例

治罪，庶幾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矣。 

    一、原奏內稱實力化導以挽頹風等語。臣等伏查臺灣之俗，嗜利尚氣，而鮮仁讓

之風。百數十年來，教養涵濡，讀書明理者，固不乏人，而鄉曲愚民，不知擇師，

故訟師奸棍，即藉訓蒙以為搆煽。此次逆案內之偽軍師等，大半皆蒙師也，應如

所奏，嗣後責令臺灣鎮道府廳縣及駐防鄉鎮之縣丞巡檢等官，每逢朔望，傳集衿

耆，敬謹宣講聖諭廣訓，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

忠信，即可以造於聖賢，並責成各學教官，於農隙時周歷稽查，訓蒙之人是否皆

堪為後生矜式，明示獎罰，如有奸匪溷蹟及荒謬怪癖之徒，即送縣訊辦，道府廳

縣教官，每遇聽訟課士，或因公下鄉與民接見，隨時訓導，務令正學明而人心定，

 
49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39。 
50 張家麟，〈論神祇信仰傳播的動力：誰為媽祖立廟？〉，《宗教哲學》90 期（2019.12），頁 76-80。 
51 李文環，《空間與歷史：旗山文化資產之歷史論述》，頁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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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愚夫愚婦，皆知為善之樂，則風俗自化矣。52 

 

又，1840 年（道光 20 年）4 月，朝廷抄出祁寯藻等奏漳泉械鬥情形： 

 

      祁寯藻、臣黃爵滋、臣鄧廷楨跪奏為漳泉械鬥情形、今昔互異、會議查禁章程、

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 

      宜正倫紀以崇教化也。漳泉各屬，異族有大姓、小姓之分，同族有強房、弱房之

別。推原其故，多係購買異姓幼子為子，有一人買十餘子至數十子者。平時則令

其販洋，牟利行險，遇有械鬥，即□持械先驅。驅出則迫令頂兇，死則藉屍訛詐，

名為父子，視若寇仇，惡習相沿，恬不為怪。應令地方官傳集各鄉紳衿、耆老，

諭以禮法，正其宗支，俾其父子相親，倫紀整飭。並勸建義學，擇師教導，多一

識字讀書之士，即少一好勇鬥狠之人。現經撫臣吳文鎔撰成戒械鬥韵文，刊發各

縣，令其散給各鄉士民，廣為勸諭。臣等更擬將學政臣吳鍾駿遵旨恭書聖諭廣訓，

刊發生童之□，務令各縣照刷多本，於朔望宣講時一體頒給鄉耆族長，俾令子弟

敬謹誦讀，逐條解釋。並令各縣於下鄉之便，向伊考校。庶家喻戶曉，頑梗悉化，

而爭端可息。53 

 

旗山天后宮建立之後，由「嚴禁惡習的示禁碑」，以及其供奉的牌位可知，天后宮為這

是蕃薯寮地區宣講聖諭的最佳場所。如果許淑娟的研究無誤的話，那麼天后宮建廟後，

旗山聖人會在地方的社會教化工作上，應該是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清廷的統治思維邏輯

是，若能強化社會教化，宣揚儒家思想，定期宣講聖諭，有助於社會秩序之穩定與和諧。 

 

    也就是說在 1824 年天后宮建成以來，地方官員強調希望藉由天后信仰，來強化地

方社會秩序的穩定，也可能希望透過信仰來化解臺灣族群對立這是一個方式，這或許是

有可能成為族群間願意對話與合作的空間或開始。我們可以想像，在 19 世紀時，薛志

亮的時代，他應該是認為蕃薯寮的市鎮發展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如果再以旗山福德祠作

為「公所」宣講聖諭，似乎略微不足，或者鑑於此，而有興建天后宮並附設書院，兼顧

此區商貿、信仰、人群與朝廷教化百姓的折衷之道。 

 

 
52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5-6。 
5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案彙錄己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 3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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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雍之際藍鼎元來台以前，臺灣宣講之風，大多形同具文。可能藍鼎元有鑑於此，

將朝廷宣講教化融入學校教育之中，54 藍鼎元的嘗試，不能不說是為了改善臺灣文教風

氣。但是臺灣漢人移墾社會之風氣，也似乎讓藍鼎元的措施沒有收到太大效果。也因此，

在嘉道時期的薛志亮，採用宣講與朝廷、民間都崇祀媽祖信仰，在廟宇廂房設立「孔子

廟」，結合信仰與宣講，將其具體化，這樣的規劃讓後來的蕃薯寮地方官，繼續執行並

且實踐！不失為了解臺灣民間社會風氣的務實性作法。 

 

    過去君主政治，朝廷為了統治、凝聚百姓共識及認同，常運用其政治力為神祇立廟、

壇。55 在清朝除了官方為媽祖立廟、修廟、主持祭祀外，尚有一股「郊商」與「鄉紳」

的經濟、社會階級力量，他們扮演為媽祖立廟的重要角色。有時候，他們獨立運作；有

時候，則與官方共同合作承擔立廟、修廟的工作。56 我們可以說，旗山天后宮在 1820

年代建廟以後，每一次的重修或立碑，其背後的意涵所代表的是此區社會人群的再次整

合，以及天后宮作為社會秩序穩定與維持的象徵。 

 

 

（二）天后宮與漢人社會 

    在臺灣歷史學術的研究上，在 1980 年代後期，有關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主體論述，

曾有「內地化」與「土著化」的典範論述之爭，即是李國祁強調的臺灣漢人社會朝向中

國內地化發展；與陳其南認為的臺灣漢人社會有自己特性而朝向土著化。李國祁曾認為

清代臺灣地方官與中國內地地方官政策有所不同，「地方官施政的重心在於推廣教化與

撫番，亦即加深內地化，故與內地吏治重心亦有不同」。57  

 

    歷史學者李國祁在《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提到： 

 

      臺灣因清廷自雍正以後多方面推行內地化政策，故及十九世紀中期，其西部已開

發各州縣內地化基礎良好。地方官大多科舉出身，社會領導階層逐漸開始由豪強

 
54 李奉儒纂修、林明地分修，《嘉義縣志.卷八,教育志》（嘉義：嘉義縣政府，2009），頁 411。 
55 張家麟，〈論神祇信仰傳播的動力：誰為媽祖立廟？〉，《宗教哲學》90 期（2019.12），頁 60。 
56 張家麟，〈論神祇信仰傳播的動力：誰為媽祖立廟？〉，頁 73。 
57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2），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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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轉變為仕紳階級。民間價值判斷與社會習俗亦均以儒家道德標準為重。58 

 

又，李國祁對於其觀點又有說明： 

       

      臺灣無論在政軍各方面其情形均與內地有異，此種差異正表示出清廷在早期不把

臺灣視為與內地同等的，而臺灣政軍各項的努力目標則在如何促進其內地化，亦

即使臺灣徹底漢化，成為真正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大體而言，就地方官素質的

提高而言，至道光年間，由進士出任地方官人數急增來看，是已有相當的成就的。

59 

    人類學家陳其南以宗族形成方面，觀察清代臺灣漢人移民在臺灣重建其宗族組織的

過程，顯示他們已經決定把臺灣當作永久之故鄉，在 1860 年代時期，臺灣鄉村社會組

織形態在此階段從移民社會轉成「土著社會」。60 陳其南也說明「土著化理論」，以「土

著化前的臺灣社會在心態上仍認同於內地祖籍，而為內地社會的連續或延伸」。61 

 

    陳其南之「土著化」所探討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漢人如何在一個新的移民環境中，

重建其傳統社會的過程，所謂的「傳統」是指中國本土社會，尤其事宜民原居地的華南

所固有的社會階層化現象及和血緣組織而言。62  陳氏對於臺灣漢人社會的土著化之研

究概念，他更進一步解釋說： 

 

      這裡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就是把初期的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當做是中國大陸傳統社

會的連續或延伸，移民社會的性質就是原傳統社會移殖或重建的過程。但移民社

會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即經土著化過程轉化為土著社會。而土著社會的表徵則表

現在移民本身對於臺灣本土的認同感，不在一味地以大陸祖籍為指涉標準。63 

 

    如果從旗山天后宮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祂的發展情形符合李國祁所謂的「內地化」；

 
58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頁 168。 
59 李國祁曾說明：「由道光元年至 23 年臺灣知府先後 8 人，其中進士出身者有 5 人，佔 62.5％，反而

高於內地標準甚多。可知臺灣地方官在學歷上的提高，與其內地化的成功。」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

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頁 17-18、168。 
60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1987），頁 25、141。 
61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158。 
62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159。 
63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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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建廟源由與人群整合部分而言，亦可用陳其南的「土著化」來解釋。從邊區社會的

角度來說，也就是就清代臺灣沿山民間信仰發展的演變來看，17-18 世紀在沿山發展的

民間信仰，部分區域與「防番」有關，反映族群衝突的對立面；而 19 世紀部分南臺灣

沿山民間信仰的興盛卻與強調「族群融合」有關，並且是由官方所提倡。其實，社會秩

序的穩定也代表的族群之間衝突與摩擦減少，也反映出族群融合的另一面向。 

 

    旗山天后宮建立之後的信仰與文化、書院與教育功能，在某些程度上，符合了李國

祁所謂臺灣歷史的「內地化」；而結合天后信仰在臺灣的發展歷程，又有部分符合陳其

南的「土著化」論述，雖然李國祁與陳其南大致認為 1860 年代是清代臺灣漢人社會轉

型的分野，不過，藉由旗山天后宮的例子，可以窺見其實在 19 世紀前半期，臺灣的漢

人社會發展也逐漸走出符合臺灣歷史發展特色的形式。 

 

    譚德貴的研究曾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由於佛教、道教佔據了宗教信仰的正統與

主流，而一般的民間信仰如果能夠被更廣大的信眾所崇奉，歸於佛道是一種現實的選擇，

宋朝時媽祖信仰便與正統道教聯繫起來，成為道教神譜之中的女神；元代時，亦有媽祖

為觀音菩薩的諸多化身之一的說法，爾後在諸多傳說中，，媽祖以往的種種善行也就也

就逐漸的與佛教慈悲主張相聯繫，最終成為民眾心目中代理佛菩薩救度眾生的行為。完

成了轉變的媽祖就成為了代佛菩薩行善救人的「代理神」。64 當然，旗山天后宮一例，

也反映出清代地方社會之廟宇並非單純的信仰中心，尚具有社會、教育、文化傳遞、社

會教化、人群整合與穩定社會秩序等功能。 

 

 

（三）信仰文化與人群整合 

誠如鄭螢憶研究提出 18 世紀南部沿山邊區社會信仰的特性，吳鳳信仰具有防番性

質。到了 19 世紀，某些信仰在沿山的發展卻帶有「族群融合」或強調族群整合的性質，

如普渡眾生，跨越祖籍人群的天后信仰。 

 

    薛志亮在抵禦蔡牽的過程中，得知閩粵合作禦敵效果顯著。鄭兼才之「愈瘖集卷一

/紀禦海寇蔡牽事」：記載： 

 
64 譚德貴，〈論媽祖信仰的演化動因及演變過程〉，《宗教哲學》90 期（2019.12），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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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令薛志亮乃屏輿從自海口步入武館街，開誠申大義勸眾；歲貢生韓必昌、陳

廷璧等首率眾領義旗於令，計得義首二百五十人、義民逾萬。巡道先遣歲貢生游

化往東路，和閩、粵莊再於海口添建木城，起小西門、越大西門、迄小北門，計

千二百丈，成以三日夜，費白金六千有奇；從三郊總義首布政司經歷銜陳啟良請

也。65 

 

    按照前述李文環研究點出，推動興修旗山天后宮的臺灣知縣薛志亮，其目的為若能

藉由民間信仰來凝聚各方共識，作為消融族群和階層對立的良方，甚至於重要時刻可成

為社會動員的基地。66那麼，在 1840 年代鴉片戰爭姚瑩所立的「同心赴義」中，特別強

調「閩粵番三籍大和」，宣示著蕃薯寮地區的各族群，在存亡危急時刻共同抵抗外侮，

旗山天后宮創建後的 20 年左右，或許有達到或實現薛志亮的期望。 

 

    李文環認為薛志亮期望旗山天后宮可以達到社會整合動員的目的，可能與薛志亮在

嘉慶 10 年抵禦蔡牽有關，當時臺郡兵力單薄，且南北奔波，恐不敵蔡軍，志亮「奉觀

察命，傳集紳士，議守禦策。城市居民，素感善政，咸皆踴躍，盡舉義旗。頃刻間，城

廂內外，得鄉勇數千，日則隨軍擊賊，夜則登城戍守。」67 

 

    我們可以想像，臨時招募數千鄉勇，這樣的社會動員能力，必須要有相當的一個程

度才能做到，這樣的動員結果，讓「府城」能以保存，免受蔡牽之擾。而在事件結束後，

薛志亮了解了臺灣民間社會力量整合的效果。也因此蔡牽事件之後，成為薛志亮想要好

好運用這股力量的可能原因。要如何整合這個力量，首先，要消弭閩粵之紛爭，不過清

初以來的閩客宿怨，要如何解決可能讓薛知縣絞盡腦汁。先不說消弭部分，至少要先做

到閩粵不要對立，於是透過信仰層面著手， 

 

    所以，經由上述幾個跡象顯示，問題的核心可以導向薛志亮為何認為，興建一個天

后宮就可以達到整合地方社會的效果。如果只是受到六堆客家鍾麟江與六堆天后宮的情

形，認為因為有六堆天后宮，所以六堆的動員與整合是薛志亮所羨慕的。六堆的軍事動

 
65 (清)鄭兼才，《六亭文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58。 
66 李文環，《空間與歷史：旗山文化資產之歷史論述》，頁 67。 
6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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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組織，早在朱一貴事件時就形成所謂的七營，到了林爽文事件後，六堆正式成為官方

所認可存在的社會組織。相信薛志亮不會不清楚這一點。也因此，要討論薛志亮的動機，

在這邊所要問的問題，就是天后信仰對於當時臺灣社會有怎樣的影響力，甚至我們可以

說就官方的立場出發，「推廣或提倡天后的信仰具有怎樣的效果？」強調天后信仰是否

可以達到官方所想要，或是所期望的目的性。 

 

          

六、「同心赴義」：「閩、粵、番三籍大和」 

（一）臺灣道姚瑩與「「同心赴義」」碑 

    今日之旗山公園，日治時期為稱為鼓山公園，在公園往旗山神社舊址方向之一處，

還保有清道光 21 年（1841），時任按察使臺灣道姚瑩所立之「同心赴義」石額，該石額

為橫式長方形狀，共有正反兩面，兩面皆刻有相同文字，中間為「同心赴義」四大字，

四大字右邊為呼籲「閩粵番三籍大和」，左邊文字則為姚瑩署名。其四大字左右文為： 

       

      道光二十一年，籌備防夷。閩、粵、番三籍大和，共矢一心、捍禦外侮，深堪嘉

尚！乃建坊，以垂久遠！按察使衙臺灣道姚瑩立。68 

 

按文意可知，在鴉片戰爭期間，姚瑩為感閩粵番三籍大和，共抗英人，在戰後興建牌坊

作為紀念。根據 1990 年 2 月王家儉、陳奠銓在今石額下方所撰寫「姚瑩先生（一七八

五－一八）事略」碑文提到，同心赴義牌坊毀於日治時期。69根據旗山奇曾茂源的調查，

「同心赴義」石額寬 57 公分，高 121 公分，此石額為 1904 年日人興建鼓山公園完成

後，將石額移入公園。70石額所提到的「閩、粵、番三籍大和」，閩粵兩籍比較容易理解

為閩南與客家，「番」應係指「熟番」，主因為在姚瑩所處的年代，清廷尚未廢除「番界」，

不可能調動「生番」前來抗英。要等到番界廢除，將生番納入版圖統治，已經是 30 年

後，同治 13 年以後的事情了。姚瑩提到的「熟番」，若從地理區域來看的話，位於旗山

地區的熟番主要以「大傑顛社」為主。 

 
68 文句之句讀為筆者所斷句。 
69 王家儉敬譔、陳奠銓敬書，「姚瑩先生（一七八五－一八）事略」碑」，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榖

旦。 
70 曾茂源，「同心赴義碑」遺跡解說牌。此解說牌立於同心赴義碑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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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探究的是，十九世紀姚瑩所立的「同心赴義」有何目的？，其二，姚瑩顯然不

是單純表示「慶祝」閩粵番三籍大和，而立同心赴義！其三，目前文獻只知在 1905 年

左右「同心赴義」石額即已經存在於旗山地區，那麼，姚瑩最早所建之同心赴義牌坊位

於何處？要回答第一個疑問，必須先針對第二與第三個假設進行討論，方能了解時任臺

灣道的姚瑩設立同心赴義牌坊的真正目的。 

 

    我們設身處地的想像一下，百餘年來閩粵的衝突與心結已久，不太可能因為姚瑩所

立一個牌坊就說完全不對立，但是至少這可以是閩粵合作開始的表示。臺灣方面成功抵

禦英軍入侵，確實與閩粵合作共抗外侮，有密切關係。也可以合理推斷，姚瑩藉由這次

機會宣揚閩粵番三籍必須要各自放下成見，因為將來的敵人會越來越多，且越來越強！

如果島內社會治安不穩，很容易受到洋人蠱惑而被利用。(補洋人滲透史料)至於姚瑩這

樣的用意是否有達到實際成效，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不少知識份子已經針對閩粵分類對立一事，提出警告。道光 9 年（1829）十一月初

十日恩貢生林師聖曾提到：「其禍自朱逆叛亂以至於今，仇日以結，怨日以深，治時閩

欺粵，亂時粵侮閩，率以為常，冤冤相報無已時。可勝道哉！甚冀當事者，留心調劑，

防患未然，庶幾無貽後禍耳！」71 

 

    姚瑩對於臺灣之族群關係在《東槎紀略》卷四「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記有： 

 

      臺人固兼有之，然而臺之地，一府、五廳、四縣，南北二千里，有泉人焉，有漳

人焉，有粵人焉，有潮人焉，有番眾焉。合漳、泉、潮、粵、番、漢之民而聚處

之，則民難乎其為民。……內地之民，聚族而居，眾者萬丁己耳，彼此相仇，牽

於私鬥，無敢倡為亂異者。臺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

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眾輒數十萬計。匪類相聚，至千百人，則足以

為亂。朱一貴、黃教、林爽文、陳錫宗、陳周全、蔡牽諸逆，後先倡亂，相距或

三十年，或十餘歲，雖不旋踵而滅，然戕官陷城，生民塗炭，兵火之慘，談者寒

心。縻國家數十百萬之金錢，勞將帥累月經年之戰討，而後蕆事。人心浮動，風

 
7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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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道光二十一年「同心赴義」碑正面  資料來源：王和安拍攝（2017.10.10） 

 

 

    在邊區社會的歷史脈絡下，必須先討論「羅漢門巡檢」的重要性，以便釐清旗山地

區的地理環境特色，方能探究天后信仰在邊區社會的特色。 

 

雖然在清代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績考察，興建「天后宮」成為考核地方官員的績效之

一。 如果把姚瑩的「閩粵番三籍大和當成一個現象討論」，似乎是官方初期提倡，而後

在地方仕紳的努力下，在 1822 年興建的天后宮，經過 20 年後，真的造成了「族群融合」

的效果。不過，這樣的推論與歷史歸因，確實太過簡化。就一般旗山地區有明文記載的

械鬥比例，似乎沒那麼頻繁，因此，就不能不去探討天后信仰是否有助於族群融合的功

效？ 

  

（二）社會秩序穩定之驗證 

    1860 年代，必麒麟也提到他滯台期間，對於臺灣社會秩序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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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一帶，處處是海盜和打劫船難的流氓，而所謂的「父母官」充耳不聞，讓老

實的漁夫何商人生活在恐懼之中。在陸地上，成群的強盜及宗族間的激烈爭鬥常

使道路無法通行，山地的原住民也經常出沒，殺人越貨。73 

 

林美容在〈台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曾描述「媽祖信仰」具有整合人

群、聚落的特色，其敘述為： 

 

台灣之區域性的宗教組織來看，大多是以媽祖的信仰為中心而展開的，這些區

域性宗教組織的發展雖然有台灣漢人社會之聚落發展與族群關係發展的社會

基礎，但維持這些組織及其活動不墜的緣故可能與媽祖作為女神的特殊屬性

有密切的關係，她的蔭外鄉的傳說可以吸引超地方性的信徒，她的轉外家、會

香等相關儀式可以把信徒組織起來完成回娘家的儀式性任務，這種回娘家、作

客性質的活動不只表示兩個廟宇之間的儀式性關係，也表示聯盟網終(alliance 

network)的建立與擴張，活動中因共同的地或性媽祖(彰化媽、大甲媽、西港媽、

頂街媽、枋橋頭媽、中港媽等)而集結起來的信徒，以村庄為單位，形成區域

性聯盟。74 

 

另外，張珣的〈女神信仰與媽祖崇拜的比較研究〉一文中，亦針對林美容之論述進行深

度探究，並特別強調： 

 

      從媽祖歷代封號來說，她的神格很高可用來結合相互對立的人群。在信仰層面上

有矛盾，媽祖作為一個神不可能有回娘家的儀式或信仰。但在神像與神像之間，

或某廟與某廟之間，或信徒與信徒之間卻可以。亦即不在神學信仰上討論，而在

社會組織運作上討論則可以。75 

 

    綜上所述上田信也曾對於臺灣媽祖信仰的發展，提出他的觀察，「乾隆末年臺灣發

生叛亂時，清朝軍隊也號稱受到媽祖保佑，媽祖信仰有了官員的支持，拓展到臺灣全島」。

 
73 必麒麟著（W.A. Pickering），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 124-125。 
74 林美容，〈台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2 期（1990.10），頁 360。 
75 張珣，〈女神信仰與媽祖崇拜的比較研究〉，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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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無論是前清時期或著現代社會，天后信仰具有人群整合、社會整合，穩定社會秩序之

功能，應屬於無庸置疑。所以，現在的重點是，從天后宮在薛志亮時代提倡，到道光年

間正式建廟以後，是否真正發揮了社會整合以及穩定社會秩序之功能。 

 

    如果單就 1840 年代姚瑩的「同心赴義」來看，似乎真的起到了閩粵番三籍前嫌冰

釋的作用。那麼社會秩序之穩定呢？其實，就地方社會的歷史而言，要驗證天后宮在社

會秩序穩定上的功用，必須要從清代臺灣歷史的整體發展脈絡，才能有更明確的觀察視

野。 

如果就媽祖信仰在臺灣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上田信在「媽祖與明清歷史」一文中

提到他個人的親身經歷，並且反思歷史問題；2003 年 3 月，他在雲南昆明候機時，遇到

來自臺灣的旅客正在護送媽祖。他提到：「同行護送神像的信徒告訴我，這尊媽祖是從

臺灣東岸的港都花蓮到福建，走訪過女神的故鄉之後，到雲南著名的觀光景點麗江一遊。

為什麼在臺灣信仰的海上女神會出現在中國內陸雲南呢？綜觀這五百年來的東歐亞歷

史時，總算能理解這段歷史背景。」77 

 

 

七、結語 

筆者從事南臺灣的山區研究以來，長年往來於甲仙、六龜、杉林、那瑪夏、桃源等

地進行田調，而必經之地為旗山，上述等地的歷史發展，無一不與旗山有密切關連；在

從事沿山邊區社會的研究歷程中，亦常思索過往邊區社會的人們常遭遇哪些問題，而他

們又是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 

 

沿山一詞，可為地理環境之論述，其意為山區周圍之區域。因為臺灣南部地形環

境地貌甚為明顯，由西往東，則由平原、而為山區，山與平原的界線分明。清代臺灣

沿山邊區的人群活動與原漢關係，為學界所討論之焦點。本文藉由從清代蕃薯寮地區

與界外原住民的關係做切入。首先，討論道光年間建立的天后宮是否與以往學界所討

論沿山地區的信仰，有其密切關係。就現有的史料、文物、碑刻來看，似乎無直接關

係。其次，從曾任臺灣縣知縣的薛志亮，在當初倡建旗山建立天后宮的背後動機其目

 
76 上田信著、葉韋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2017），頁 25。 
77 上田信著、葉韋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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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更深入之討論，並與天后信仰的特色作連結，而有冀望消弭此區長久以來的

閩粵對峙，以達社會秩序穩定之功效。 

 

    再者，臺灣道姚瑩在同心赴義碑，提到閩粵番三籍大和，令人好奇的是他這裡的

「番」，可能有二意，其一為是指臺灣的「番」，其二為旗山羅漢門地區的「番」。旗山

的歷史，除了與高雄地區一併討論外，另有關其歷史過程，應該與屏東平原的人群網

絡一併討論，尤其是屏北地區。李文良曾描述清代時，「內門丘陵因為地形複雜、鄰近

府城且居嘉南、屏東兩平原的交通往來樞紐，常是清代臺灣社會動亂的發源地，成為

官府司欲控制之所」。78 

 

    如由上述延伸李文良對於 17-18 世紀南臺灣的觀察，從歷史時序來看，19 世紀南臺

灣的沿山邊區社會，單就東港的運米至府城，還是有其風險存在，如果東港一旦出問題

無法如期運米，那麼府城的缺米問題立即浮現；所以，必須有另一條備用路線，那麼這

條備用路線，就非常重要，那麼屏北平原的米穀就可以透過旗山的路線送往府城。因此，

旗山天后宮的建立若可以整合此區人群與穩定社會秩序，至少旗山的閩客商紳們，應該

不希望長久以來的閩客問題，影響到了整個米穀的運送貿易。這一部份為筆者的大膽假

設。因為擔心動亂會影響到米穀運送府城的路線，經由兩次事件（朱一貴事件、林爽文

事件）的經驗，所以商人們一來希望有備用路線，二來更希望動亂不要發生，所以會強

調族群融合，而官府也不希望一天到晚有動亂，而動亂的根源其實就是閩客的對立與械

鬥。藉此也可回應李文環對於旗山天后宮在的創建源由，官方希望藉由天后信仰來凝聚

共識、消融族群和階層對立的觀察。 

 

    因此，要強調族群融合的實際積極作為，就是宣揚天后信仰，一來天后信仰是跨祖

籍人群的信仰，二來天后的海神性格，也可以保佑米穀運送至大陸的海運安全，以及運

送安全。以旗山跟內埔的天后宮創建年代來做考量，正好是林爽文事件以後，有可能官

紳希望能夠化解族群對立衝突，以天后信仰來作為一個開端。反應 19 世紀有識之士已

經認識到「世界」的局勢變化，也見於過往閩粵械鬥實在是太過對立，而有所提倡。當

然，雖然官方提倡「閩粵番大和」，但是地方社會是否響應，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不過，藉由清代旗山天后宮在傳統王朝以「宣講聖諭」做為社會教化，藉以穩定地方社

 
78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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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秩序的措施，在此背景下，清代蕃薯寮仕紳的聖人會，到了日治時期，轉化成為「悟

真社」，從事旗山地區的社會教育與社會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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